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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
安生 许结

  摘要:刘熙载说“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其中隐蕴着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耐人寻味。从制

度的层面考虑,楚辞的“赋乐”源自礼乐崩坏的历史背景,与楚乐的糅合肌质相关,呈现出“因情制礼”的思想;汉赋

的“赋礼”,开启的是礼乐争辉的时代格局,并决定于王朝制度下的赋家身份,而彰显其“以礼防情”的意旨。从文本

的书写来看,楚辞的“喻乐”与汉赋的“赞礼”,形成了由娱神到娱人、由声情到辞术、由忧政到敷政的三重演变。汉

魏以降,“赋乐”观的归复,又与赋家身份与文体批评的转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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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楚汉辞赋之相承与相异者甚多,相承者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①,后世

传说,已然定论;而辨异者却言说纷纭,其中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直以“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
历代赋体,只须本此辨之”言“楚辞、汉赋之别”②。何谓“赋乐”与“赋礼”? 今人论赋,似有未发覆之义。

考其义源,第一层思考首先是文体宗经观的确立。《礼》《乐》为经,《乐》又通《诗》,汉人称赋为“古诗之流”,
尔后刘勰“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③,如《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
《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④,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更是开宗明义:“夫文章者,原出《五经》:
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⑤由于早期的文学文本如诗、楚
辞、赋沿着“《诗》-楚辞-诸诗体”与“《诗》-楚辞-诸赋体”两种差异化的隆替轨迹流衍,其经源、经辨批评构

成某种独特样态,凸显于以《乐》《礼》别画骚、赋的现象。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灵均唱《骚》,始广声

貌”⑥,胡致堂《向芗林酒编集后序》“《离骚》者,变风变雅之音,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

则异”⑦,袁栋《诗赋仿六经》“诗赋等文事略仿六经……诗余温柔敦厚似《诗》,赋体恭俭庄敬似《礼》”⑧,甚或以

“礼法”为赋体立“格”,即如陆葇《历朝赋格·凡例》:“《礼》云:‘言有物而行有格。’格,法也。前人创之以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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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循之以为式。”①因为落实到文体,这又引出另一层思考,就是“赋乐”与“赋礼”与礼乐制度的关联。明人胡

应麟就骚、赋二体的风貌加以判别,但礼、乐批评的因子却隐寓其间,如《诗薮》谓“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

大不同。骚复杂无伦(情感),赋整蔚有序(秩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尚情),赋以夸张宏钜为工(尚辞)”②。《礼
记·乐记》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

淫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③

如果绾合《礼记·乐记》此处阐释礼乐教义与政治功用的区别,缘此反观楚骚于“乐”与汉赋于“礼”的制度化特

征,并从礼乐政治的离合衰振而于六义溯源流别中深觇骚赋之体变的理路,或能为重新省察楚汉辞赋的演变提

供新的启思。
可以说,文体宗经是辞赋与礼乐关联的学术背景,而礼乐制度的变迁对辞赋创作的影响,以及呈现于文本

书写的异同,才是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视点。
一 礼崩乐坏与楚辞赋乐

在辞赋批评史上,唐代出现了一股强烈的以“诗教”否定“辞赋”的思潮。这在初唐王勃到中唐古文家笔下

常见,如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云:“诗不作,则王泽竭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

也。至于西汉,扬、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④其说虽然偏激,然“亡国之音”之于

古代王朝“制礼作乐”的开平世道而言,却对楚辞的“赋乐”不无以反彰正的启迪意义。
考楚人立国,既以“蛮夷”自居,彰显武功,又致力于摆脱文化上的“蛮夷”烙印,强调文治,所谓共王勋业:

“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⑤,已隐然折射出楚国文化的糅合肌质。近年《性自命出》
《缁衣》《孔子诗论》《采风曲目》等简牍文字的出土,儒家“六艺”文献在楚地均有所见⑥。而秦末被目之“瓦合適

(谪)戍”的楚人陈胜、吴广,竟能吸引一代儒嗣正脉愿持孔氏礼器往投,即《史记·儒林列传》所载“秦之季世,焚
《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⑦,恐非偶然。由此考察楚

辞与礼乐的关联,主要落实在两个层面。
一是礼崩乐坏下的楚乐糅合肌质。礼乐崩坏致使“王官失业,雅颂相错”⑧,乐官抱器往奔诸侯,如太师挚适

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等⑨,《通典·乐典》“历代沿革条”载:“周道始衰,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

作。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于诸侯,益坏缺矣。”􀃊􀁉􀁒从政教经义的角度看楚乐的糅合,实际内含渎用专制之乐的

“僭乐”与杂陈各地俗乐的“淫乐”。前者如混用军、燕之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楚厉王有警鼓,与百姓

为戒。饮酒醉,过而击,民大惊。使人止之……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邵伦评曰:“楚厉王以军鼓为酒

鼓,可谓渎乐矣。”􀃊􀁉􀁔再如送别之乐配入祭祀之乐,《淮南子·泰族训》载:“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
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后者已杂陈吴歈、蔡讴、郑卫之音,如
《楚辞·招魂》有云:“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宫庭震惊,
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敶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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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楚》之结,独秀先些。”①《采菱》《涉江》《扬荷》《激楚》等楚地歌乐,与郑卫淫声等新乐潜合默契,较周代雅乐迥

异。胡文英《屈骚指掌·凡例》云“屈骚之音,楚音也”②,楚音尚悲,以清激(急)凄怨称闻,又与雅乐“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中和声乐相悖。王逸注楚曲《劳商》“劳,绞也。以楚声绞商音,为之清激也”③,扬雄《方言》释“茕、
激,清也。……清、蹑,急也”④。又,《宋书·乐志》谓清商曲调:“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

典正,崇长烦淫。”⑤其楚乐与清商乐的渊系甚密⑥,也可证楚乐的糅合肌质。而在这种肌质中,既有乐曲杂错,
也有乐教思想的渐滋暗长。

二是楚地“因情制礼”的礼乐思想。品读楚化了的战国楚简《性自命出》⑦,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地的礼

乐观念,与周礼尊奉“以礼节情”的象德论异趣,彰显了楚乐中崇尚“因情制礼”的至情论:“礼作于情。或兴之

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舍则义道也”,“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⑧。第论楚化之义,略有三端:一者出于对教化之“性”的反正以及对天赋之性

的呵护,所言“道”“情”“性”关系亦与儒家思想不侔:“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⑨;一者出于对

声、乐作用人心之力量的速效认知:“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一者“至乐必

悲,皆至其情”的尚悲观念实乃出自楚音声悲的文化土壤,陆长庚将楚人善怨归于天性,《重锓楚辞序》谓:“大夫

之《离骚》,自怨生也。喟然惨怛,怨而不怒。嗟嗟,楚人之善怨,其天性哉!”􀃊􀁉􀁓可以说,“因情制礼”的表述彻底颠

覆了“以礼节情”的政教逻辑基础。由此来看《汉书·艺文志》言屈赋所由作,知其兴于“聘问礼废”之际,然仍具

“古诗之义”,则可于中窥探楚地乐论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复杂渊系。
楚辞就其乐属,虽不能一一确指乐章之名,但因赋文卒篇往往系之以歌,如“乱曰”“重曰”“少歌曰”“倡曰”

之类,可于“词未申发其意为‘倡’;独倡无和,总篇终为‘乱’”􀃊􀁉􀁔,故被定为“古乐章之流”􀃊􀁉􀁕。先秦楚歌如《沧浪

歌》《越人歌》与《九歌》等皆合乐可歌;《离骚》《九章》《天问》等在楚地民歌基础上扩衍发展,亦有“离骚”与“劳
商”旁纽通转,两者乃异名一物,为楚曲说􀃊􀁉􀁖;有《九章》亦为武功之乐名说􀃊􀁉􀁗。纵或不再配以管弦,至少仍是讲求

节奏乐律的徒歌韵语。就其内容,则莫不以情实为本而悲怨哀思系之,如陆时雍以句例论楚骚“三情”之旨: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此情语也;‘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此情境也;‘捐余玦兮江中,遗
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此情事也。”􀃊􀁉􀁘楚骚反复陈情,其情实􀃊􀁉􀁙,故“字字性灵,言言心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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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推誉为“千古情语之祖”①;其音“噭咷”,故发辞悲怨急切,诚
乃楚乐崇情尚悲思想的实践者。是故《文选》独标“骚”体以彰其功,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与
曹植《洛神赋》,皆因缘情而被置入“情”赋类。

弥纶以上诸面,重审班固“露才扬己”“狂狷之士”②、刘勰“狷狭之志”“荒淫之意”③、朱熹“语冥婚而越礼,摅
怨愤而失中”“《风》、《雅》之再变矣”④等经式批评话语,其内在理路无不是就“以礼节情”的诗义观来衡裁“因情

制礼”的楚辞创作。由于汉以后人多持经义批评,《诗》“志”成为对待楚辞续作的一个重要标尺,黄伯思痛慨近

世拟楚之作“失其指”,《新校楚辞序》云:“屈、宋之文与后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陈说之以为唯屈原所著则谓之

《离骚》,后人效而继之,则曰《楚辞》,非也。……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
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指矣。”⑤晁补之《续楚辞序》亦言:“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

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而续楚辞、变离骚,亦奈何徒以其辞之似而取之。”⑥其论皆在诗志,而不及楚乐。
回到“楚辞”定谓,黄伯思的“纪楚”说与陆时雍的楚人、楚情、楚音之“三楚”说皆中肯綮,《楚辞条例》:“自屈原感

愤陈情,而沅、湘之音,创为特体。其人楚,其情楚,而其音复楚,谓之《楚辞》。”⑦故后世拟骚诸作唯淮南小山《招
隐士》,节短音长,迥出常格,独入《文选》,而得“古今莫迨”⑧的“真骚”⑨崇誉。

二 礼乐争辉与汉赋赋礼

辞赋发展至汉,隐然有二分之势,一是向以楚声为乐基的汉乐府等后起诸诗体演变,一是向“关系国家制

作”􀃊􀁉􀁒的汉大赋等后起诸赋体演变。这与武帝朝重稽姬周典制以建构汉家制度直接相关。《汉书·礼乐志》因史

论文,已申明其义:

  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

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
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倘从汉代礼乐制度层面,探究汉代辞赋的历史演变,其要有三。
其一,乐府制度下歌诗与汉赋的渐趋分离。近人谢无量认为:“汉之灭秦,凭故楚之壮气;文学所肇,则亦楚

音是先。《大风》之歌、《安世》之乐,不可谓非汉代兴国文学之根本也。”􀃊􀁉􀁔意指楚音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乐府的

奠基作用,高祖刘邦所制《大风歌》《房中乐》(后改称《安世乐》)十七章、《鸿鹄》等乐歌皆在相当程度上袭用先秦

楚歌形式,并纯用楚声乐曲,被定性为“乐府楚声”􀃊􀁉􀁕。到汉武帝朝,扩大乐府规模,定立乐府制歌、采诗制度,作
为汉天子郊庙礼的重要表现形式,司马相如等奉制的《郊祀歌》十九章,基本上保留了楚骚的风貌。郝敬《艺圃

伧谈》认为“汉《郊祀》等歌,大抵仿楚辞《九歌》而变其体”􀃊􀁉􀁖,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亦云:“汉《郊祀词》幽音峻

旨,典奥绝伦,体裁实本《离骚》。”􀃊􀁉􀁗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叙写史事,以为“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
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范文澜注“骚体制歌”引陈伯弢语“朱马或疑为司马之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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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6页。
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引何焯《两都赋》评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班固《汉书》,第1045页。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三,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页。
许学夷《诗源辨体》,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册,第6089页。
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6册,第5922页。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952页。



是。按朱或是朱买臣。《汉书》本传言买臣疾歌讴道中,后召见,言《楚辞》,帝甚说之。又《艺文志》有买臣赋三

篇,盖亦有歌诗,志不详耳”,作评云:“谨案师说极精。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

然。”①将其与《汉志》对读,应该是整体上指向乐府歌诗,且“感于哀乐”的指认亦深明乐府与楚声悲怨的乐属渊

源。就“郊祀”一端,其创作也先于以扬雄“四赋”为代表的兼具游猎与郊祀性质的郊祀大赋的造作。楚声、楚辞

在《乐府诗集》十二分类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琴曲歌辞”与“杂歌谣辞”里大量保留,且楚辞中的一些篇

目与早期楚声乐府古题又不断孕育出后起乐府新题,成为乐府形成的基础②。缘此,费锡璜《汉诗总说》认为

“《楚辞》尤为汉诗祖祢”③,日人青木正儿亦言:“楚声———楚歌从汉初到武帝时甚流行,……故当时的乐府不少

《楚辞》底诗形的。”④据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所载后起诸诗体,则五言古诗“广于《离骚》”、七言古诗“既多乐

府”、杂言古诗“大略与乐府歌行相似”、近体歌行“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歌、行、吟、辞等类“多与乐

府同”)、绝句“原于乐府”等,莫不导源于楚辞、汉乐府⑤。
其二,王朝礼制下赋家身份的转变。倘以武、宣盛世为汉赋兴隆的历史坐标,则此前创作主要含括两类。

一是以渊承战国楚辞体系为主的拟骚之作,如贾谊《吊屈原赋》等,属“贤人失志之赋”的嗣响,其身份职属为“行
人之职”,刘师培传述《汉志》之意作论:“《汉志》所载诗赋,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学皆源于古诗,虽体

格与《三百篇》渐异,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有行人应对之才。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

流,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⑥一

是战国末至汉初的邦国赋,如《西京杂记》所载“梁王宾客”赋,乃战国纵横家之残梦,所以章炳麟《国故论衡·辨

诗篇》说:“纵横者,赋之本。”⑦后人虽并称“屈宋”,但考其身份从属却又有“学《诗》之士”与宫廷文学侍从的差

别而旨趣各异⑧,故陈第视宋玉赋为“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⑨。到西汉盛世,行人淡退,纵横家与辞赋家同

被纳入王朝建制而变换为礼职身份,汉大赋继踵诗志传统,与“大汉继周”思想称行,《汉书·礼乐志》:“今大汉

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落实到文学的视域,宫廷礼

职赋家的群体崛起与宫廷大赋的影写礼制成为汉赋赋礼的两个重要面向。
首先,赋家献赋的礼职身份。班固《两都赋序》昭示了赋家身份与兴盛史迹: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

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

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

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

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

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汉代赋家的身份职属,有“时时间作”的太常蓼侯与孔臧(赋二十篇)、大鸿胪冯衍等身居要职的礼官,有在汉代

同属礼官的博士员如杜参等,但更多的是“日月献纳”的从属于中朝官系的郎官,其主要职能是随侍行礼,献赋

待诏。黄本骥《历代职官表》记述汉代的郎官系统:“汉代有一种无职务、无官署、无员额的官名,不在正规编制

之内,而直接与皇帝接近,能起相当的政治作用。这都属于郎的一类,郎是殿廷侍从的意思,其任务是护卫、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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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①兹以前后《汉书》明例,胪举如次。西汉东方朔“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②;
枚皋“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③;常侍郎庄怱奇赋十一篇④;侍郎谢多赋十篇⑤;司马相如奏赋,“天子以为

郎”⑥,而终拜孝文园令(亦属礼官);吾丘寿王曾“迁侍中中郎”,遭免后又“复召为郎”⑦;郎中臣婴齐赋十篇⑧;刘
向“以父德任为辇郎”,子歆“为黄门郎”⑨;扬雄因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给事黄门郎李息赋九篇􀃊􀁉􀁓;
车郎张丰赋三篇􀃊􀁉􀁔;东汉则班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

论”􀃊􀁉􀁕;马融“拜为校书郎中”􀃊􀁉􀁖;张衡“征拜郎中”􀃊􀁉􀁗;李尤“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
著赋”􀃊􀁉􀁙。郎官在汉代礼乐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传统延及唐宋,郎官有署,多为礼职􀃊􀁉􀁚。考郎官设立之

由,实与武帝的中朝官制改革相连。《汉书·严助传》载:“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
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庄)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
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

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
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钱穆据此析断武帝内外廷的职别,言:“故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
内朝所用侍从,则尽贵辞赋。”􀃊􀁊􀁒于是以汉初藩国纵横家之流的宾客与文学侍从作为中朝侍从的构成要员,就与

赋家一同被纳进郎官系统而身兼献赋娱戏与敷政讽颂的双重功用。
其次,汉赋对礼仪礼事展开集中敷陈与颂赞。一是大批事关礼仪礼事的专题大赋出现,如刘向《请雨华山

赋》、杜笃《祓禊赋》、李尤《平乐观赋》《辟雍赋》《东观赋》、廉品《大傩赋》、邓耽《郊祀赋》等,虽仅剩残文,却可见

其规模。二是形成以隆赞“天子礼”为中心的创作体制。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子虚赋》《上林赋》)针对“楚
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的夸饰,假“亡是公”以为天子代言“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故
该四海以极天子上林苑,批判诸侯畋猎僭礼越制之举;所谓“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周代郊祀之制,《仪礼》
无文,真正记录天子郊祀之礼的作品首为西汉大赋与“郊祀之歌”,大赋体制显然更为详实,如扬雄《甘泉赋》因
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作以讽􀃊􀁊􀁖,《河东赋》因“祭后土”作以劝􀃊􀁊􀁗;至京都赋起,因尊帝都明君统以彰天

子威仪、帝国雄风,“朝会”“郊祀”“明堂”“藉田”“大射”“畋猎”“大傩”诸礼仪礼事广备而概举,其间穿插地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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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宫殿建制、京都规划、文教礼仪、风俗民情等描写,构成汉大赋特定的创作典范。例如张衡《东京赋》,或谓

“通篇大旨皆就‘礼’字发挥”,“特拈‘礼’字,此赋中主意”①。其言“观礼”云:

  于是观礼,礼举仪具。经始勿亟,成之不日。……乃营三宫,布教颁常。……于是孟春元日,群后旁

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具惟帝臣,献琛执贽。当觐乎殿下者,盖数万以二。……
天子乃以三揖之礼礼之。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及将祀天郊,报地功,祈
福乎上玄,思所以为虔。肃肃之仪尽,穆穆之礼殚。然后以献精诚,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及

至农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銮辂而驾苍龙,介驭间以剡耜。躬三推于天田,修帝籍之千亩。供禘郊之粢盛,
必致思乎勤己。……文德既昭,武节是宣。三农之隙,曜威中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尔乃卒岁大

傩,殴除群厉。……于是阴阳交和,庶物时育。卜徵考祥,终然允淑。②

明堂、辟雍、灵台三宫乃永平制度之盛举,为观礼区域,赋家由营构发语,尔后行文以时间为叙,自元日至卒岁,
依次分写朝会、郊祀、明堂、藉田、大射、养老、大阅、大傩、巡狩、省耕等十大典礼。每一典礼又叙及礼事,如因朝

会而及询政、燕享、纳谏、招贤、庶政诸事,如郊祀一节含郊望、明堂、宗庙三事而带及车服、戎卫、乐舞、牲物等。
观礼铺象以张皇大汉气象,其中蕴涵着颂帝德的思想,故观礼后归之于“德”:“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

盤,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③汉大赋对帝国礼制的模写,虽有京都、畋猎、郊祀等诸多面向,但论其指归,仍
统聚于“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④的大汉中心论与万邦协和思想。

其三,汉代礼乐制度下的“以礼防情”思想。配合大一统思想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国家政略,在汉代

董仲舒建构起一整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正定名分为主要内容的名教体系。在这一体系下,董仲舒以阴阳

之学进一步改造儒家的“以礼节情”,开启汉代“以礼防情”的礼乐观,如《对贤良策》云:“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

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

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⑤董仲舒以情等欲,将个人的意志、
价值观自觉地纳进国家统一形态中,以重整秩序、恢宏法度。尔后班固、王充等人皆有阐论,如《白虎通义》说
“性情者,何谓也? 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阳气者仁,阴气者贪,
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学以治性,虑以变情”⑥;《论衡·本性篇》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

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答佞

篇》说“君子则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⑦,或“治性变情”,或“以礼防情”,思理相同。汉代到

宣、成时期,针对乐府“郑声尤甚”问题,曾试图以倡扬雅颂古乐的太乐系来节制楚乐新声,但收效甚微,而最终

在哀帝朝诏罢乐府。赋家献赋所体现出来的“淫声”与“雅乐”的创作思想矛盾、“欲讽反劝”与“象德缀淫”的批

评冲突,又无不与汉代制礼作乐,尊奉儒家礼乐思想相关⑧。
三 文本书写的喻乐赞礼

楚汉辞赋的“赋乐”与“赋礼”,与礼乐制度的变迁相关,然反制于文本的书写,又显现出赋写礼与乐的创作

差异。刘熙载《艺概·赋概》本于赋源于诗的观念,论诗、乐、赋有云:“乐章无非诗,诗不皆乐;赋无非诗,诗不皆

赋。故乐章,诗之宫商者也;赋,诗之铺张者也。”⑨如果说“楚辞-汉乐府-诸诗体”一线以声、乐、情为体征,那
么“楚辞-汉赋-诸赋体”一线就以诵、礼、辞为体征。结合前述从汉代礼乐制度的角度理解“感于哀乐”的乐府

歌诗与“体物写志”的汉代辞赋的演变现象,可以说是文学在制度干预下寻觅出的契合文体自身发展的不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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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倘以本体的创作而论,又可回归到书写的不同取径,或可谓之“喻乐”与“赞礼”。
礼乐为教,《汉书·礼乐志》将其归于“四政”,即“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并进一步探讨

其功用:“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故孔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礼乐之本也。”①其中“治内”与“修外”的区分,在楚汉辞赋

的创作中,又有了超出《诗》源思想的文本的意义。由此来看从楚辞到汉赋的创作文本,又呈现出三种转变。
一是由娱神到娱人。以《九歌》为例,其颂赞的神灵有天、地、人三类,如天神有上皇(太乙)、日神(东君)、云

神(云君)、司命(大司命、少司命)、风伯(飞廉)、雨神(蓱号)、日御(羲和)、月御(望舒);地神有山神(山鬼)、水神

(如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等;人神有祝融、颛顼、高辛、轩辕、伏羲、女娲以及厉神(殇鬼)等。而在其他篇章中,
如《离骚》中诸神多排列描述,均突出展示了《楚辞》文本中“神像”的聚合。其中的描写,也充满了魅惑与神奇,
如《离骚》“求宓妃之所在”一段“求女”描绘,清人吴世尚《楚辞疏》视为梦境,以为“耿吾既得此中正”是入梦之

始,“焉能忍与此终古”是出梦之终,以为“此千古第一写梦之极笔也”②。英人霍克思则认为这段“游历”,属于

“宗教仪式化的旅行”,其“铺陈总是暗含着巫术指称事物的痕迹”③。所谓“梦境”与“巫术”,都与其娱神以讥世

的创作指向有关,内多歌舞之乐的涵蕴。至于“二湘”的心态刻画,以及《少司命》中的“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

水扬波”④的游弋、“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⑤的思念,无不充斥着以“乐”以“娱”神的情愫。与之不同,汉
代骋辞大赋虽然也有对神灵的书写,如《甘泉赋》写礼祀“太一”之神,但其献赋对象主要是皇帝(人),所以“娱
人”(其中包括讽颂)为创作的第一要素。从文本形式来看,汉大赋多假托人物构篇,但其虚构的人物均有实际

的指向,如“子虚”为“楚使臣”,“乌有”为“齐使臣”,而“亡是公”为“天子使臣”;而从文本内涵来看,又均为“天子

礼”的书写,其中“礼”的规范与赞述,恰是赋家建言“天子听政”的两个方面。但赋用的切入点却是娱人,这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述相如献赋过程及“三惊汉主”最为典型: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奏之天子,天子大悦。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⑥

汉武帝的惊、悦与飘然,关键在赋家所述的天子之事,与其“赞礼”切切相关。而对应楚辞中多“喻乐”以娱神,又
导向于刘熙载《赋概》所说的骚赋的“声情”与“辞情”的区分。

二是由声情到辞术。楚辞固然以擅“辞”称名,但在文本书写间更多的是个人抒发,以声情动人,而具有内

感的特征。如《离骚》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⑦,刘献廷释云:“露则譬诸君子之泪,岂肯轻坠?
此在其本性则然,到得时事伤心,即铁石为怀,于焉有泪矣。”⑧此以物性喻声情。又如《云中君》“思夫君兮太息,
极劳心兮忡忡”⑨,王夫之评释云:“神不可以久留,则去后之思,劳心益切……或自写其忠爱之恻悱,亦有意存

焉。”􀃊􀁉􀁒此以神性喻声情。王逸《九歌章句叙》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

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
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其云“歌乐鼓舞”与“怀
忧苦毒”,也是一种典型的“声情”呈现。汉大赋书写天子礼仪,如“游猎”“郊祀”等,兼有讽、颂之义,所以往往委

曲其辞,见彰文术。如其“讽”,由于赋家一方面有强烈的经世致用之心,一方面又身处言语侍从即“倡优蓄之”
的境遇,所以成文多因讽谏而取譬,因取譬而多华词。班固《白虎通》陈“五谏”,首彰“讽谏”,所谓“讽谏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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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陈立《疏证》引扬雄《甘泉赋序》“奏《甘泉赋》以讽”及《文选》李善注

“不敢正言谓之讽”以显其旨①,深明赋家辞术之要。汉赋的“曲终奏雅”,也是一种辞术,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描
写游猎盛况后旨归俭德:“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

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菟之获,则仁者不由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

尤也。”②所指“万乘之所侈”,乃以讽谏使之“醒悟”,是曲终奏雅之法,但其“奏雅”也是赋文对“礼仪”铺写后对

“礼义”的汲取,又反证“辞术”是因缘于“礼事”而施展的。由此,我们再看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比较“骚”
与“赋”之阅读感受的一段话语:

  《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嘘唏;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
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余,彷徨

追赏。③

其中“情事欲绝”与“丝理秩然”的对比,既是楚辞与汉赋文本的差异,更是“乐”肇“声情”与“礼”成“辞术”的区

别。
三是由忧政到敷政。如前所述,楚辞产生于礼乐崩坏,而汉赋倡导“大汉继周”,是对礼乐制度的归复,这亦

如《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而贤人失志之赋作”④与《两都赋序》“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

……故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记述。缘此,萧统在《文选序》中说明别录“骚”为一体之意云:

  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

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⑤

将“君匪从流,臣进逆耳”视为“骚人之文”成立的前提,副以“怀沙之志”与“憔悴之容”,正是其忧政的反映。而

读《离骚》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

射夫封狐”⑥一段描写,针对的是君王淫佚荒政,而宣泄其忧心之愤情。汉代赋家也忧心于天子淫佚荒政,但笔

法更多彰显于对政教的铺写。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假托“亡是公”之口的说辞:

  “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悲《伐
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⑦

又李尤《函谷关赋》论汉代礼德观云:

  大汉承弊以建德,革厥旧而运修。准令宜以就制,因兹势以立基,盖可以诘非司邪,括执喉咽。季末荒

戍,堕阙有年,天闵群黎,命我圣君,稽符皇乾,孔适河文,中兴再受,二祖同勋。永平承绪,钦明奉循,上罗

三关,下列九门,会万国之玉帛,徕百蛮之贡琛。⑧

因其非个性化的“忧政”而是政教化的“敷政”,于是又可衔接《国语·周语》所言的“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

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

酌焉”⑨一段话语,而构成汉赋“大汉继周”的礼德联系。甚或追溯周人有关“赋”的运用,即《诗·大雅·烝民》
“明命使赋”“赋政于外”􀃊􀁉􀁒与《商颂·长发》“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诸说法,参照郑玄《烝民》诗笺“出王命者,王
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宜,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亲所言也”􀃊􀁉􀁔,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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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家秉持王言以叙礼,与此渊承所系。可以说,忧政之“心”喻以“乐”,铺政之“志”寄于“礼”,也是楚汉辞赋“赋
乐”与“赋礼”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视点。

四 余论

汉魏代变,中原板荡,赋体文学便随之演化,从创作上看,其转变在小品化的抒情赋、咏物赋的兴盛,从理论

上看,又可视作两汉献赋制度“寖坏”的结果。这一转向有两点值得申说。
其一,赋家身份由宫廷言语侍从转向文士。与两汉赋家政治献赋为主体的创作不同,魏晋以后文士自作赋

的主体性情感得到张扬。如曹植《愍志赋》《离思赋》《释思赋》《洛神赋》、阮籍《首阳山赋》、向秀《思旧赋》等无不

有感而作,王粲则“独自善于辞赋”①,张华亦“著《鹪鹩赋》以自寄”②,不遑备举。“缘情制礼”思想的复起与重

塑,为魏晋玄学与礼学双修、同构③,成为门阀制度的思想基石,映射出魏晋不同于两汉的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与

士人行为准则。此于赋体创作,又出现两大显征。
首先,拟骚创作的回潮。建安赋家有文献可征者多达三十余家,辞赋作品百六十余篇,就数量、成就两面

论,当以曹植(五十一篇)、王粲(二十五篇)二人为胜。曹植自言因“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④,遂作《洛神赋》,
丁晏《曹集铨评》评谓:“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

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⑤

王粲《登楼赋》则以“情真语至,使人读之堪为泪下”⑥的登览情怀,被推为“魏之赋极此矣”⑦,刘熙载《艺概·赋

概》谓“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遒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种尚延一线。后世不问意格若何,但于辞上争辩,赋与

骚始异道矣。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⑧,堪称的评。
其次,“象”退“兴”起的手法变移。汉大赋对帝国典礼的敷陈展现主要是通过对物象、事象的描绘来完成,

体物以呈象成为赋体批评的第一要义。汉大赋的“口语”(诵)性与“玮字”法使其语言形式大量运用双声叠韵的

“连绵词”及形声词、叠字等“体状”手法,且善于在“设色”原理下化静态为动态以加强语言文字所呈现物象的可

视化效果⑨。魏晋辞赋的抒情性、小品化特征则将大赋铺陈的“象体”手法代之以诗歌的比兴手法,并与楚骚声

貌符契,隐然为六朝赋的诗化导其源流。就咏物一端,魏晋咏物赋非如汉大赋“该四海而言之”而多为“一物一

咏”的短篇小制,故曹植《与杨德祖书》批评陈琳仿汉赋“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词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
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曾详辨汉赋鸿裁与建安短制之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
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乃就赋类对举;“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与“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乃就赋法对举;“体国

经野,义尚光大”与“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乃就赋貌对举;“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与“触兴致情,因
变取会”乃就赋制对举。􀃊􀁉􀁓

其二,赋体文学出现了文体意义上的批评转向。因汉宫廷大赋的衰退,赋体“讽、颂”功用论批评随之淡退,
代之而起的是魏晋赋体“体物浏亮”的本体论批评,含括着“诗”“赋”二体的辨体分途以及文士倾心于赋体“摘
句”批评的丽辞性、技巧性与声律化两面。前者至曹丕《典论·论文》尚以“诗赋欲丽”并称,及陆机《文赋》则有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之别,刘勰《文心雕龙》分设《诠赋》《明诗》二篇,就其“性质”“作用”加以阐辨􀃊􀁉􀁔。
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先秦到齐梁基于因文类范畴的不断衍扩而体类,再由此勘进于体貌、体性之诗文明体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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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后者如《世说新语》载孙兴公作《天台赋》以示范荣期而有“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①的群体性认

知,刘勰《文心雕龙》更以互文见义的谋篇形制在《丽辞》《通变》诸篇中聚焦“丽辞”“丽句”的赋体“摘句”批评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魏晋以抒情赋、咏物赋为主流,但仍存在部分拟大赋如《三都赋》等的创作,这类创作与汉家

献赋的供悦对象在帝王不同,魏晋赋家作赋更多的是士族间的褒贬,如《三都赋》为世所重在于皇甫谧的褒举,
袁宏《东征赋》中有关个人功德之表彰的故事,其脱离朝廷的个性化创作特征已然明显。由批评反观创作,魏晋

赋的“赋乐”源自个性化的“诗心”,是对汉赋“赋礼”的改变,以及对楚骚情绪的承接并开辟的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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